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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晓颖

25 日晚，初夏的蓉城飘着微雨，气温骤
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凌，因病医治无效在
成都与世长辞，享年 93 岁。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坚定不移的推动者和实
践者，他毕生坚持提真问题、做真学问，几十
年来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上不断探
索前行，为中国经济改革全心倾注了智慧和精
力。他在耄耋之年还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
力，奋战在学术研究一线，用丰硕厚重的成果
践行着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经济学家的
时代担当。

投身改革开放 40 年

记者 26日中午来到林凌教授家中，客厅
里布置了一个简易灵堂，正中挂着林老的遗
像，周围摆满了菊花，不断有人前来吊唁。

林凌的二儿子何普告诉记者，父亲 5 月 2
日感冒生病被送入医院，后来引发肺炎被转入
重症监护室，近十天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25日下午 6 点多医院对父亲进行抢救， 19时
05 分父亲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

“林老住院陷入昏迷前还一直惦记着由他
执笔，正在修订的书稿《林凌改革四十年亲
历》的编纂情况。”与林凌共事数十年的同
事、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邵平桢说，没想到这
竟成了林老最后的遗愿。

林凌原名何颖达， 1926 年生于山西省平
定县， 194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8 年毕业
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专业，他曾就职于中共中
央华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
首都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从事学生运
动、工人运动、企业管理等工作。

1978 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
期，当年 52 岁的林凌也迎来了个人事业上的
转折点。他从中共四川省委被调入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从事经济领域研究工作。

在中国经济改革各种关键性问题、重大改
革实践活动背后，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林凌主
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等，先
后提出国有企业扩权改革、建立中心城市、发
展成渝经济区等思想，亲身参与、推动了企业
改革、城市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制定首
都钢铁公司“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方案，和推
动建立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82 年，林凌与经济学家蒋一苇在首钢
调研一个多月后，提出的首钢实行“上缴利润
递增包干”方案被国务院采纳，首钢改革试点
取得成功后，在全国掀起一股企业承包经营责

任制浪潮。同年，林凌和蒋一苇向国务院建议
在重庆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次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正式批准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
革试点，从此掀开了中国城市改革的新篇章。

研究改革开放、投身祖国的改革开放大
业，既是林凌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后半生
从未停止的执着追求，他用丰硕厚重的成果践
行着一位经济学家的时代担当。他两次获得孙
冶方经济科学奖，两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
秀研究报告奖，多次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熟悉林老的人都说，他不是一位书斋式学
者，他的理论思想不是闭门造出来的，而是靠
脚调研出来的，他是位实践型经济学家。给研
究生上课，林凌始终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总
结出科研“三部曲”：深入实际研究，写出调
查报告，提出对策。即便年事已高，他依然坚
守着看家本领“调查研究”，与年轻同事一起
上高原、下工地，翻山越岭、走村入户，做了
大量实地调查，步履不停。

坚持提真问题、做真学问

见过林凌的人都对他的诚挚谦和印象深

刻，但他又是经济学界的“炮手”。
1978 年改革之初，围绕从哪入手推进

改革，有着激烈的争论。林凌认为，改革的
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企业是生产
力的基础所在，应给予企业一定的生产权、
销售权、人事权等。这些在今天看似平常的
作法，当时却招来许多反对声，有些人称：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全面”“同
时”进行，否则成功的机会很少；企业管理
体制的改革必须在企业外部条件成熟后才能
进行，否则会产生混乱。林凌不同意这些看
法，写文章反驳道：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
中心环节，我国的改革必须是中国式的、逐
步过渡的、不能搅乱经济生活、引起经济折
腾。

在 40 年的研究中，林凌始终关注中国
经济的走向，致力于提真问题、做经世致用
的真学问。邵平桢评价道：作为老一辈革命
者、共产党员，林老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
紧密相连，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使命感、责
任感贯穿于他毕生研究中，他坚持不唯书、
不唯上、只唯实。

自幼父母双亡、家境清贫，经历了“大
跃进”时期的苦涩、文革时期的暴风骤雨，
林凌一生中遭遇不少惊涛骇浪，却始终保持
着对国家、对他人真挚的情感。在林凌周
围，有不少志同道合、并肩前行的良师挚
友，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其中一
位。

1978 年林凌陪孙冶方去四川西昌、攀

枝花调查讲学，一路上孙冶方给林凌讲了
许多他的经历和学术思想。虽在文革时期
入狱七年，孙冶方出狱后“不改志、不改
行、不改观点”，为学术研究献身的精神
让林凌颇受感动。“这次和孙冶方的相识
相交，让老林认识到经济学关系国计民
生、国家社会的前进方向，坚定了老林搞
经济研究的信心，可以说孙冶方是老林的
老师、领路人。”林凌发妻、 90 岁高龄的
高众说道。

60 岁是人生事业的“第二春”

“父亲常说， 60 岁是人生的第二春，
没有家庭负担，能腾出更多精力从事喜欢的
事业。”何普说，父亲的许多重要经济研究
成果都是在 60 岁后完成的，他把时间和精
力都用在了调研、写作上。

林凌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晚上
一般 12 点睡觉，早上 8 点起床。写作、学
术交流、作报告、指导青年学生是他工作
的重心。林家最大的一间房是林凌的书
房，整整三面墙被装成了书柜，有近万册
书。不出差时，他会每天在书房里完成六
七个小时的写作。

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90 后青年教师巨
栋颇为感动的是：林老耄耋之年还奋战在科
研一线，保持着高强度工作状态。

他说道：“每次有课题，林老都会亲自
带队调研，并撰写最重要的部分。 2015 年
林老在外出差时间长达十个月，即便近两年
他身体不太好，还是坚持在病床上写稿、改
稿。”

一些受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毕业生、青
年学者告诉记者，身为德高望重的老学者，
林老没有一般“权威”的威严，也没有一般
老年人的保守，能很快接受新鲜事物，和年
轻人打成一片。

“他最喜欢用的工具是电脑，经常通过
电子邮件给我们发一些文章，还会跟我们交
流最近的新闻。”巨栋说，永葆一颗年轻的
心，对科研充满激情，这或许正是林老保持
长久学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在林凌的小孙子何夏阳看来，虽然在他
的一些重大人生选择中祖父很少干预，但在
潜移默化中总会受到祖父的影响。从国外留
学归国后，他进入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结构工程师，投身于国
家基础建设事业。在遇到困难时，祖父自强
不息、乐观豁达的精神，成为鼓励他不断前
行的“精神航标”。

做学问靠脚调研，60 岁迎事业“第二春”
追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凌

林凌

新华社宁波 5 月 26 日电(裘立华、张夏珍)
近日，一段短视频在宁波网民的朋友圈热传。视
频中，宁波市奉化区莼湖卫生院桐照分院门口
聚集了七八十位村民，大伙儿把拟提拔离任的
分院院长周平团团围住，纷纷表达难舍之情，使
其一度无法前行。在周平以及闻讯赶来的村支
书的极力劝说下，村民们才渐渐散去。

但大伙儿实在舍不得，700 名村民联名按
下手印，希望不要将周平调离，“我们太需要这
样的好医生了”。

莼湖卫生院桐照分院只有 4 名全科医生、
1 名牙科医生和 4 名护士，一般每天安排两名
医生坐诊，而平均日门诊量却有 170 余人。

2012 年 6 月，因业务能力突出，在其他街
道卫生院工作了 15 年的周平，被任命为莼湖
卫生院桐照分院院长。在村民眼里，周平可不
是什么院长，而是一位什么毛病都会看的“神
医”，就连附近村的百姓，也更愿意来这儿看
病。

村民林爱浓的丈夫两年多前只是感觉小便
略有不畅，并无疼痛等异样，周医生却让他尽快
去做核磁共振，结果果然不好，幸亏发现及时，
做了手术。

“我哪有这么神奇。”对于村民的褒奖，周平
显得很不好意思。他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

职，责任心驱使他不断加强学习，多年的临床经
验又让他对基层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非常熟
悉，来桐照分院后，脑中慢慢建立起一份份健康

档案。常常找他看病的村民的既往病史甚至
生活习惯，周平都了然于心。

除了过硬的医术，让村民不舍的，还有周

平的真心、耐心、细心。
村民们说，从未见过周医生皱眉头，不管

忙不忙，他的态度都始终如一的好。有时诊室
人多嘈杂，后面的病人忍不住会嚷嚷，周平总
是笑眯眯地说：“再等等呀，大家别心急，我会
一个个看完的。”

每次诊断完，周平都细细地将病情跟病
人说清楚，提醒他们要注意什么。“将心比心，
要是自己是病人，也希望医生能多了解病
情。”因此，周平常常错过中午饭点。

“他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好。”村民林大爷
说，无论是谁需要去奉化城区的医院做进一
步检查，周医生都把去哪家医院、在几楼看哪
科门诊写得一清二楚。

桐照敬老院长期住着三四十位老人。从
2016 年起，每隔半个月，周平都会去给老人
们检查身体。“每次他一个都不会落下，有几
位老人卧病在床，他也记得。他从不嫌弃老人
家身上有异味，总是笑眯眯的。”在敬老院院
长吴赵娟眼里，周平是个“活雷锋”。

从学校毕业后的 21 年来，周平一直扎根
基层卫生院。“虽然在基层，看的都是小病小
痛，但获得的成就感并不比在大医院里的
少。”他说，每次面对群众肯定的眼神、由衷的
感谢，心里就非常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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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社区医生要调走，700 多村民按手印挽留

新华社记者白佳丽、周生斌

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南缘，马宗辉、
马晓华父子用 26 年的时间，管护着 380 亩防风
基干林、1 万余亩国家公益林，为阻挡沙害的林
带延续生命。

在我国第二大沙漠的南部，有一片绿洲向
沙漠腹地延伸了近 70 公里，那是属于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八师 150 团的“奇迹”。在 20 世纪
50 年代，数千名军垦战士开始在沙海边植树，
为了把树种活，战士们把百里之外运来的食用
水留给了小树苗。

20世纪 60 年代，马宗辉从甘肃老家来到
150 团，垦荒安家。1992 年，团里急缺护林员，
马宗辉便带上全部家当来到无人居住的沙漠
边，开始用一己之力守护团场几十年种下的绿
色。3 年后，马晓华手握军功复员回家，本应成
为 150 团一名“有身份、有地位”的工人，却被父

亲召回。
“直到父亲去世，我才开始理解他当初的决

定，林子总得有人守着，即使他知道有多苦。”马
晓华说，回到沙漠边那年，他只有 23 岁，荒凉与
辛苦让他也怨过父亲。

“现在有了机井和管道，浇水方便多了，打
开阀门，看树喝饱。以前每次和父亲浇水前，都
要一点一点清理出渠道里的沙子，所有的树浇
一遍，至少得一个月。过去风沙大，黑风一吹，
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父子就躲在沙包后
面，头发里、衣服里、嘴里都是沙子。”马晓华回
忆。

在父亲的带领下，马晓华开始熟悉这份苦
差事，也开始与树有了感情。2006 年，父亲因病
住院，但因为当时林带正需浇水，他无法抽身，
直到父亲去世前 3 天，他才赶到父亲身边。“这
是一辈子的遗憾。父亲临走时说‘让我把他埋在
沙漠边’。”马晓华说。

“看着林子，就想起父亲，所以我怎么
能放弃？”如今，马晓华依旧每天早上 7 点
准时出发，为长有 20 多公里的林带浇水，
饿了一口干粮、渴了一瓢渠水、累了睡在林
边，日日如此。马晓华说，现在的天还算舒
服，一到盛夏，地都烫脚，不穿长袖会晒掉
胳膊上的皮，而冬天零下 40 摄氏度的低温
更是难熬。

林带外围是马晓华看护的国家公益林，
1 万多亩的梭梭、红柳等植被安全由他负责。
每周，马晓华都会骑着他的二手摩托车巡逻
两次。

“看到有人砍伐，一定要阻止，也被人威
胁过，也被人骂‘像野人一样’，但是这片公益
林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种，长到现在，
稳住沙尘，太珍贵了。”马晓华说。

为了这些树，马晓华的左眼几近失明。在
一次浇水时，沙枣刺扎进了他的眼睛，造成真

菌感染，因为没有及时就医，视力模糊再也无
法恢复。因为长时间浸泡在凉水里，马晓华的
手和膝盖也落下了关节炎。

如今，马晓华每月依旧只有 2500 元的
工资，他只舍得给自己买 15 元一双的鞋子，
鞋底太薄容易被沙枣刺刺穿，他就往鞋里垫
上厚鞋垫。与父亲住过的房子也已破败不
堪，马晓华搬到了几百米外一间 20 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空砖房里，直到现在，这个“偏
僻”的房子还没有通上自来水。“妻子为了照
顾上学的儿子，住在团场，但他们支持我。”
马晓华说。

从 2006 年开始，150 团依靠全团职工，
种下了一条宽 100 米，长 100 公里，总面积达
1 万亩的环团阻沙基干林，成为我国三北防
护林工程在新疆的一部分，在马晓华守护下
的林带树木存活率达到 85% 以上。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的两代守护人

▲ 2018 年 5 月 25 日，由王淦昌家乡江苏省常熟市捐
赠的王淦昌铜像，落户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物理学系供图）

▲从学校毕业后的 21 年来，周平
一直扎根基层卫生院，为当地群众提供
医疗服务。

 700 名村民联名按下手印，希望
不要将周平调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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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余靖静

1998 年，享誉世界的核物
理学家王淦昌因病逝世。20 年
后，人们是如何追忆这位科学
家的？

浙江大学 25 日举行弘扬
王淦昌精神座谈会，追思这位
杰出校友为国家和学校发展做
出的重大贡献，弘扬他的科学
思想和精神风范。

王淦昌留学时，是著名实
验物理学家、德国柏林大学教
授迈特纳唯一的中国学生，他
26 岁就成了物理学博士，学术
前途无量。他却于 1934 年毅然
回国。面对挽留自己的导师，王
淦昌说，“我是中国人，来德国
求学，为的是报效祖国。”

“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是王
淦昌先生最珍贵的品质。”浙江
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说，那个
年代的教授，主动回到山河破
碎的国家，“以身许国，谈何容
易？中国的‘骨头’就在这里。”

王淦昌回国后，受竺可桢
邀请，于 1936 年起在浙江大学
任教。1937 年秋，抗日战争爆
发，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历时两
年半，横穿六省，落脚贵州湄潭
继续办学。

王淦昌体弱多病，得了肺
结核。为了补充营养，妻子买了
几只羊，王淦昌每天从家把羊牵出，拴在双修寺外草地
上，然后走进设在寺内的物理实验室，做完一天的实验，
再牵着羊回家。

“实验器材都是师生们自己做的。靠废旧汽车发动机
带动的一个小发动机，是唯一的动力源。”贵州湄潭浙大
校史馆馆长阴利君说。

身居陋室，“羊倌教授”王淦昌却做着世界科学最前
沿的工作。1941 年，他在国际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发
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由于战乱，没有条件用实验
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在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据此开展了
实验，实验名为“王淦昌——— 艾伦”，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和
考恩“接棒”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不止这一次。
1961 年，上级选派王淦昌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

原子弹。此前不久，他刚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了反
西格玛负超子，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成果。

“接受这个安排，对王淦昌先生来说，就是要‘抛弃’他
心爱的专业，改做不熟悉的工作。”81 岁的中科院院士贺
贤土说，如果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王淦昌很
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

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氢弹，从 1961 年到 1978
年，王淦昌改名“王京”，中断与外界的联系整整 17 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
的，譬如精忠报国，永远值得被弘扬和礼赞。”浙大物理学
系校友、从事国防研究的朱少平说。

王淦昌在浙江大学工作 16 年。在浙大的师生、校友
看来，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
师。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曾回忆在湄潭求学的
情形，“当时我仅 16 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
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学教授接触多了，使我
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
吸引力。”

王淦昌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另一位“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是王淦昌的学生。2017
年，居住在北京的程开甲给母校写来了一封信，“我非常
感谢浙大求是精神和大师们给我的宝贵‘财富’。”

“我去拜访程开甲先生，年过百岁的老人念念不忘的
是，王老师当年是怎么教学生追求真理的。”浙江大学副
校长罗卫东说。

浙大物理学系退休教师、89 岁的吴璧如，是在 1948
年秋天来浙大念书的，“1949 年王先生从美国访学回来，
给我们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开课，上了一年。”

“老师工作很忙，但很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吴璧如回
忆说，除了上课，当时班上十几个同学，每周六都相约去
老师家里交流，“老师是国际知名专家，我们当时 20 来
岁，提问很幼稚，他却从不嫌烦，耐心解答，还有意识地引
导我们用正确的学术方法。”

“现在浙江大学物理学系，‘王淦昌精神’就是师德师
风的代名词。”浙江大学物理学系党委书记颜鹂说。

81 岁的中科院院士贺贤土说，自己在中学时对文
科、理科都很感兴趣，是当时观看的一个关于王淦昌先生
讲核物理科学的录像，促使他下定决心报考物理专业。

“90 后”浙大物理学系研究生靳佳明说，无论是小学
时看“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还是 2017 年暑假去王淦昌
等先生“战斗”过的青海原子城的探访，王淦昌先生“以身
许国”的精神，都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即使在他逝世
20 年后，依旧令我们思索，何为家国情怀。”

1984 年，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授予王淦昌获得博士
学位 50周年荣誉证书。这个被德国人趣称为“金博士”的
荣誉，是专门为获学位 50 年后仍站在科学第一线的科学
家们设立的。

“王先生曾说，我始终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新现象。”
87 岁的中科院院士唐孝威回忆说，20世纪 80 年代，自
己在高能所工作时，贝时璋先生建议，“你应该用物理的
方式探索生命科学。”王淦昌先生听说后，非常赞同这种
交叉学科的方法。其后，他还自己带头翻译国外生命科学
著作，进行科普。

吴璧如回忆，1997 年，王淦昌来杭州参加浙江大学
成立 100周年活动，特意把当年的学生叫来叮嘱，“生物
物理是很值得探索的前沿学科”，“当时王先生已经 90 多
岁，外出需要坐轮椅，他还在不断考虑前沿研究，一生献
身于物理。” 新华社杭州 5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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